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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10 年 8 月 2 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“中国需要什么样大学校长

--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，畅谈大学精神”的报道。多名国内一流大学校长接

受采访就“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”，“大学校长不是官”和“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

学精神”等话题谈了自己的办学理念。我看他们的办学理念无疑都是正确的。然

而，面对我国拥有这样一批办学理念完全正确的大学校长，我国高校为什么没有

得到广大群众应有的认可，反而是群众意见最多的领域之一：如著名的“钱学森

之问”为何没有明确答案；反映高校学术腐败的“汪朱事件”为何迟迟没有结论；

众所周知的高校青年教师生态环境恶劣问题得不到解决；学风浮躁越演越烈，影

响到学生作业抄袭成风等等，问题成堆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。这篇报道中大学校

长们只谈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，不谈大学现状和实际举措，反映出我们大学校长

们知得多，说得好，但行得少，没有做到先贤王守仁(阳明)先生的“知行合一”

说。“知行关系”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，有人强调知行的先后，有人

强调知行的难易，直到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，淡化了先后、难易等要素，

突出强调“合一”性是极其高明，也是极其正确的。今年夏天我有机会参观了余

姚王阳明故居，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再次认识了这位伟大先贤的心学学

说。我特别欣赏他的“知行合一”说，就不自觉的用它来解释这篇报道。当然有

些问题，如“钱学森之问”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，但作为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—

为国家民族培养合格人才，大学校长们应该有个明确说法，是做好了，还是没有

做好，准备怎么做；又如“高校行政化”问题，除了校长不能去掉自己行政级别

外，大学校长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，也有可能解决的；又如青年教师反映强烈的

强者统吃的生态环境问题，学术腐败问题，学风问题等等校长们正视了吗？花力

气去解决了吗？与校长们有关系吗？校长们有责任吗？我希望中国青年报能有

另一篇采访来回答。 

  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“知行合一”？我想用我心目中一位知行合一的校长—浙

江大学原校长路甬祥在浙大的实践来回答。路甬祥的办学理念和他在浙大的实践

十分丰富，我只能就我曾参于过的科研管理工作谈一点体会。1988 年春路校长

提出的一项任务是提升浙江大学的科研实力，把浙江大学建设成为教学科研并重



型大学。当时科学研究工作在浙大的比重和地位都不高，如 1987 年的科研经费

为 1700 万元，1988 年全国 SCI 论文排名浙大名列 30 出头，全校只有 2-3 个教

育部批建的研究所。路校长从科研组织体制，考核和激励机制，以及研究生培养

等方面提出一整套改革措施。他提出系管教学，研究所室管科研的思路，第一年

就成立了近百个研究所室，一大批学术带头人从此在项目申请，合同签订，经费

使用，资源占有等方面有职有权。他提出定量考核机制，把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化

为业绩点，业绩点计入绩效工资，彻底改变了大锅饭体制的弊端，激励作用十分

明显。路校长千方百计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，使浙大成为成立研究生院最早的

高校之一，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有力地支持了科研发展。可以想象路校长提出的

一整套改革新政的实施决不会风平浪静和一帆风顺的，而是困难重重，阻力重重，

经过上上下下，反反复复统一思想后才成功实施的。事实证明路校长这套新政有

力的推进了浙江大学科研实力的发展。2008 年浙大科研经费达 17 亿元，20 年增

加了 100 倍。浙大的 SCI 论文排名已是全国第一。浙江大学被视为高校发展的一

匹黑马是与这批新政分不开的。今天全国高校的科研规模均有大幅提升，是否有

必要重新审视给发展带来活力的一些做法，特别是引起很多诟病的“定量考核”

制度，必须审时度势，与时俱进的推进改革。把定量考核转变为影响力考核是一

种可行的选项。考核影响力就不是行政说了就算的制度了，又要涉及“去行政化”

话题。这难道不是给高校校长们实现办学理念的机会么。我殷切期望我国高校校

长们正视发展中的问题，把他们正确的办学理念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有力行动，做

真正“知行合一”的校长，使我国高校水平上一个新台阶。 


